2000年4月28至29日

憲法研討會：從比較角度看《基本法》的實施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歡迎辭全文

鄭耀宗校長、各位嘉賓、各位來賓：


我謹代表大會，歡迎各位出席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攜手合辦這次重要的憲法研討會。


這次的研討會是為了紀念《基本法》頒布十周年而舉辦的，目的是讓來自多個司法管轄區的憲法專家，一同探討重要的憲法問題，也讓香港的律師和其他有興趣研究憲法的人士，從比較角度探討香港本身的憲制發展。我們今日很榮幸能夠邀請來自不同司法管轄區的憲法專家，與我們分享他們在憲法釋義和訴訟方面的經驗。

《基本法》－ 一份獨特的文件


《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性文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1990年4月4日頒布，以本地憲法條文落實《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確保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和法律制度，五十年不變。


因此，《基本法》是一份起碼具備國際、國家和憲法三個層面的獨特文件。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陳兆愷在回歸後首宗憲法訴訟香港特區 訴 馬維騉
一案中，已經清楚說明這點：

“《基本法》不單是國際條約即《聯合聲明》下的成果，也是中國全國性法律和香港特區的憲法。《基本法》落實《聯合聲明》涵蓋的基本方針政策，重點在於保持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和法律制度，五十年不變。《基本法》的目標，是保障這些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使香港特區保持穩定繁榮。因此，主權移交後的延續性，是至為重要的。

…
《基本法》是一份獨特文件，既反映兩國所訂條約，也涉及宗主國與實行不同制度的自治區的關係，訂明政府不同分支的架構和功能，並臚列公民的權利和責任。由此可見，《基本法》起碼具備國際、國家和憲法三個層面。此外，我們也必須緊記：《基本法》不是由接受普通法訓練的律師所擬備的。《基本法》以中文擬就，也備有法定英文文本。不過，如果兩者出現分歧，則以中文文本為準。從上述有關《基本法》的背景和特點可見，要解釋《基本法》條文，殊不容易。”

憲法釋義的比較資料


不過，我們並非唯一需要面對憲法釋義的挑戰的司法管轄區。我相信今日發言的各位專家會就這個問題作更深入的探討。現且讓我列舉幾個例子，說明這個問題的複雜程度。


以美國為例，過去200年來出現了許多憲法案件，以及關於美國憲法釋義的學術評論。再者，近20年來，憲法爭論經常都圍繞在原意論（或稱闡釋論）與非原意論（或稱非闡釋論）之爭。原意論的看法是：“法官判決憲法問題時，應該規限只實施成文憲法明文規定或清楚暗示的準則”。對比之下，非原意論則持“相反的看法，即法院判案時應該超逾上述的參考原則，實施不能在文本範圍內尋找到的準則。”


加拿大方面，一個十分穩固的原則，就是對於《1867年憲法法令》行文用語的理解，不會停留於1867年的看法，相反來說，他們認為應該對這些用語作出“與時並進的解釋”，這樣才會使文件的行文用語隨新的情況和見解不斷更新
。與時並進的解釋這原則，可以和上述的原意論相比較，後者側重於對憲法文本原意的理解。


澳洲方面，澳洲高等法院在工程師一案(1920)
這備受觸目的裁決中，強調依照法律邏輯推論來考慮，是法院審案時應該採用的唯一恰當做法。不過，近年來，有象顯示法院的態度和做法有所轉變—部份法官日益意識到法院的角色，以及法院與社會和政治變遷的關係
。


這些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以及那些沿用大陸法地區的經驗，能提供非常有用的見解，讓我們更深入了解憲法釋義這複雜的問題。根據《基本法》第八十四條，特區法院獲授權在審理案件時參考“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

採用立法目的的取向和建立本地的法理學


雖然有關的比較資料對解釋《基本法》有很大幫助，但我們必須緊記，《基本法》與其他憲法文件的憲制安排是有所不同的。解釋《基本法》者人的最終責任，是確定《基本法》的涵義，而不是其他憲法條文。


《基本法》是在其所保留的普通法體系中實施的全國性法律，這令解釋《基本法》更形複雜。這特質在《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中清楚反映出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四款，上述第一百五十八條訂明，《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而人大常委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該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


關於這方面，馬維騉一案中有提出普通法的釋法原則經過近年的發展後，其涵義之廣泛及靈活，足以採納以立法目的為取向去解釋《基本法》的條文
。這個以立法目的去解釋憲法的取向已由終審法院在吳嘉玲
 一案中特別概括說明—
“制定憲法性文件時，一般都會採用涵義廣泛和概括性的語言。憲法是一份具有靈活性的文件，旨在配合時代轉變和適應環境的需要。

解釋《基本法》這樣的憲法時，法院均會採用考慮立法目的這種取向，而這方法亦已被廣泛接納。法院之所以有必要以這種取向來解釋憲法，是因為憲法只陳述一般原則及表明目的，而不會流於講究細節和界定詞義，故必然有不詳盡及含糊不清之處。在解決這些疑難時，法院必須根據憲法本身及憲法以外的其他有關資料確定憲法所宣示的原則及目的，並把這些原則和目的加以貫徹落實。因此，在確定文件的真正含義時，法院必須考慮文件的目的和有關條款，同時也須按文件的背景來考慮文本的字句，而文件的背景對解釋憲法性文件尤為重要。”


終審法院日前審理侮辱國旗及區旗案時，採用了立法目的這取向，以建立本地的憲法法理學，並充分考慮了解釋《基本法》的各項比較資料。法院在該案裁定《國旗條例》和《區旗條例》對發表自由權利施加的限制，是保護社會和社區利益的合法做法。終審法院亦留意到多個簽署確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民主國家亦有制定法例保護國旗，將侮辱國旗的行為列為刑事罪行
。此外，法院又引述美國兩宗侮辱國旗的案件
，以及海外國家的裁決和處理方法
。特區政府更首次以《班狄斯論據》(Brandeis Brief) 提出證據，這個方法在美國和加拿大的憲法訴訟中普遍採用。


上述正好顯示憲法是一份有生命力的法律文件，能夠適時順變。Lord Sankey打了一個比喻，巧妙地表達了這一點：“這是一棵能順應自然定律生長及開展的樹木。”


我們現正起步建立本地的憲法法理學，海外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經驗對我們尤為珍貴，能提供啟發我們這方面發展的豐富靈感。不過，我們也清楚知道，我們面對的憲法問題獨特，其他地方未必有相同的經歷。然而，只要我們持積極態度，加上其他司法管轄區所得的經驗，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問題定必能夠圓滿解決。我也深信，在今天的會議上我們從一個比較角度，一同分享憲法釋義和訴訟方面的經驗，對達至這樣的目標有很大幫助。


最後，我要感謝各位講者、主持人，以及參與本研討會的在座各位，並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全力協助合辦會議致以衷心感謝。希望大家在這兩天的會議中，得到寶貴和愉快的經驗。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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